
0. 引言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各种各样的话语，铺天盖地，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涉及到的命名话语越来越多，例
如“中国国际法话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话语”
“政治话语”以及“中美贸易战话语”等等，不一而足。
话语命名的修辞和功能何在，能否分为一些特定的
种类？功能语言学对领域（field）的洞见以及对语域和
语类的系统描述在话语命名中能否带来更深入的见
解？在当今话语滥觞的情境下，命名话语在新媒体时
代的传播中利弊如何？这都是本文试图解决的一些
问题。

在当今社会科学围绕各类话语涌现的大量研究
和论述中，本文讨论话语命名的修辞和功能，通过厘
清行业和领域、使用者、适用场合、功能与修辞、核心
理念等命名方式，为话语命名的思路注入功能语言
学话语分析的理解，并希望有助于学习者把握命名
话语的内涵。命名话语也是一种元话语，在话语的描
述、归类特别是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
必要对话语命名展开细致探讨，尤其是话语命名的
类别、功能和可能带来的传播利弊。

1. 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命名流变
在韩礼德（Halliday）十卷本的文集中，未见有对

命名话语的讨论，他是从语言的本体上对某一类话语
展开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科学的语言》文
集，对科学语言在词汇语法层面以名词化和语法隐喻
为代表的特征进行了明晰的梳理，引用了来自牛顿、
达尔文等科学大咖的论文中的语料（Halliday 2007）。

本人在“从学科话语特征破解学科教育的困境———韩
礼德《科学语言》对话语深度研究的启示”一文中，对
科学语言作为话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李战子
2018b）

Martin &White在《评估语言：英语评价系统》（2008：
184）中对历史话语的评价研究更加明确地使用了“中学
历史话语”（the discourses of secondary-school history），
这是依据学术领域的区分，也是为了更好地从超越
词汇语法的话语语义层面对这一特定类别的话语进
行描述。

他们发现，历史话语的语类中有记录者、阐释者
和评判者等不同的声音角色，这决定了学生在做历史
试卷时得分的高低。显然，同一个命名历史话语中还
需要通过对语类的细分，进而看出历史话语在叙事中
的高下之别。他们的另一个发现是，历史话语常以表
示时间的短语作为主位，而在这个主位中，一些压缩
包含了动作过程的名词化的短语成为无可置疑的叙
事出发点，这就让一些对历史的不同甚至错误的认知
进入了话语。这些细致的话语语义梳理对韩礼德所
做的科学语言研究更有所推进。我们命名的各种学
科话语需要学习新韩礼德学人对历史话语那样的细
致描述，才能解释学科话语的特质，而仅仅是浮光掠
影或笼而统之的概述并不能使命名的学科话语获得
可习得和可传授性。

2. 话语命名的三个维度
以下我们将话语命名分为三个维度来考察。虽

然它们之间相互交织，但为讨论方便，我们仍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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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度探讨，并侧重领域命名和功能与修辞的命名
话语。

2.1 行业和领域命名话语的研究———聚焦外交话
语作为研究领域的演进

目前大量涌现的命名话语中很多是以行业和领
域命名的。马丁（Martin）曾将领域分为居家的、专业
的、行政的和探索的四个大类，并对其中的活动序列
做了概述，将其复杂性和伯恩斯坦等知识社会学学
人对常识和非常识概念的讨论相关联（Martin 2007:
1，16）。这就是为什么在话语命名中，日常的话语很少
被命名，少见所谓的买菜话语、做饭话语等，而命名多
发生在其他几个大类。例如：军事话语（专业的），国
防话语（专业和行政的），外交话语（专业的、行政的、
探索的）等。限于篇幅，我们在本文中主要聚焦外交
话语作为研究领域的演进。
《中国外交六十年》中有 1977—1990年有关中国外

交的文章类别及数量统计（王逸舟，谭秀英 2009：
247），类别有领导人外交思想和战略、外交史、中西欧
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其中中美关系
独占 25%，外交史 22%。此外，该书统计了 2003年—
2009年间 10种期刊发表的外交学论文数量及比例，
其中有外交知识与技巧，主要研究问题涉及外交语
言和外交调研、外交决策、外交文化、危机管理、外交
学学科建设、领导人外交思想、外交方式（如民间外
交、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外交内容（如军事外交、体
育外交、文化外交和太空外交）、外交理论和外交制度
等。从这项统计看，当时外交话语还没有作为议题领
域或主要问题出现。

以笔者熟悉的郭鸿教授的外交语言论文（1990，
1992）为例，他没有区分语言与话语，将两者合在一
起论述，既讨论了外交语言本身、语种的选择、外交
英语的历史由来等，又讨论了外交话语的语域特点，
但由于没有使用“话语”概念，该文在知网搜索中未
能归入“外交话语”研究的范畴。从语言到话语，还要
经历最近这二三十年间的变化。研究者逐渐从对
“langue”的描述转到对“parole”的观察、描述、分析和
判定。

近年来外交话语研究的专著不断涌现。较为突
出的有《“中国崛起”话语对比研究》（孙吉胜 2003），作
者认为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体系，需要对国
外涉及中国崛起的话语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找出
中国崛起话语在国内外的差异与鸿沟。以该书中关
于英国媒体对中国崛起的话语研究为例，统计了大
量的英国主流媒体涉及“中国崛起”的报道，首先是内

容概览，做出了详实的小结和归纳；然后是在词汇方
面挑出一些褒义和贬义的词；三是从句式上，其实是
根据言语行为作出一些分类。虽然全章的分析全面
中肯，能基于一些代表性语篇中的内容和评价性词
汇进行分析，但如果能适度运用功能语言学的视角，
则可得到更为精细的分析。例如分析中没有涉及含
混的、矛盾的态度，只有对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内
容领域的分类；没有对态度的词汇语法资源的细分；
对话语的理解相对简单，未能把话语看作是与功能
语域密切关联的复杂变体。
作为领域命名的话语，外交话语同时也在一些概

念和论调上有很多细分，例如学者们剖析较多的中国
威胁论话语。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和权力》
（潘成鑫 2016）中，作者围绕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
论，从西方自我与他者想象中的新殖民欲望等知识
和权力视角进行了深入的、抽丝剥茧似的阐释，但论
及具体的中国威胁论话语形态层面，作者只是做了
内容的提炼，未涉及语言学的方法。作者论及中国政
府对美国的影响，引用了 1998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美国被提及 10次，每次均为正面词汇；而 1999年中
国的国防白皮书提到美国 13次，2处正面，11处负面
（同上：182）。这样的词频统计是一个出发点，语言学
的分析还要看到白皮书中美国是怎样被呈现的，语
义重力如何，话语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等。书中还引用了一个美国参议员的议论，说“中
国制造”已经成为一个警示标志，作者还由此联想到
西奥多·罗斯福把“中国的”当作“嘲讽性的形容词”
（同上：46）。书中还有多处提到词频和用词方面的例
子。正如一位推荐者对此书高度评价，认为它“在有
关中国的国际关系文献中别开生面，在揭示话语、认
同和表述这些因素在中国的全球事务尤其是与美国
的关系中的关键作用方面……站在了前沿”（见该书
封底），该书深入理性地探讨了两种范式的话语，但和
批评话语分析没有关涉。似乎可以说很多领域命名
的话语，都是内容分析为主，引入语言学理论的较少。

通过外交话语的细分领域命名，可以对外交研
究提供一个话语的入口。例如，《国际形势和中国外
交蓝皮书》（2018）在第三章“领域外交”中，第一节为
“对外经济关系”，第二节为“对外安全合作：稳中有
进，担当有为”。该节的有关资料均来自国防部网站
和《解放军报》。首先总结了国别军事合作，即中美两
军关系稳步前行，中俄两军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与周
边和其他方向军事关系稳步发展。在第二部分总结
了议题领域的军事合作。一是安全对话和联演联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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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国际竞赛展示风采；再是海军外交继往开
来，空军外交强劲发展；还有履行承诺，落实联合国维
和行动，军事公共外交塑造良好形象。“风险与挑战”
部分简要论述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危险上升，安全合
作易受政治关系影响，加强部门间统筹协调，以国家
利益统领对外安全合作，并积极拓展对外安全合作
与军事交流的新形式、新渠道和新内容。

如将以上内容用“国际合作话语”或“军事外交话
语”命名，则可包括关键词“两军关系”以及“关系特
质”，如“稳步前行”“稳步发展”“良好势头”等。还可包
括分领域的关键词，如“海军外交”“空军外交”“维和
行动”“风险挑战”等。分领域的关键词可以用来为话语
命名，成为话语研究的新焦点，即“海军外交话语”“空
军外交话语”“维和行动话语”“风险挑战话语”等。我们
用这个例子表明：外交话语的研究，既需要了解总体
的内容和内涵，也可以同时从细分的领域话语的命
名出发去跟进大的领域框架下各个分领域的发展。

马丁对比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的区别，发现前
者本身没有那么多的术语，但却通过名词化的类似
命名的方式，将一个个历史时期命名，从而有助于话
语中对这些“事物”展开讨论，例如“中世纪”“文艺复
兴”“一战”“凡尔赛条约”“长征”等。而历史话语中的
因果关系常常隐含在“过程”，也就是一些谓语动词
中，如“give rise to”等。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微调这些关
于因果的动词来讨论事件之间的关联，例如“had
caused, results in, leads to, grossly distorts, arise from,
improves somewhat, were contributing to, could be
devoted to, would facilitate”等等。（Martin 2007:13-15）
同样，我们对命名的领域话语也应该在词汇语法特
征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2.2 使用者和适用场合命名的话语及其复杂之处
马丁把领域分为参与的活动序列，以及参与者

在这些序列中的分类。也就是说，如果以领域命名的
话，领域话语应该包括一系列的活动以及参与者的
分类，不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领域话语。但为了方便
起见，我们经常看到人们以使用者命名话语，例如“军
人话语”“教师话语”“电台主播话语”等。这种命名方
式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对适用场合进行细分和描
述。一项对电台主播主持与听众互动谈话节目时的
话语模式研究发现，主播总是把握主动，先是肯定来
电者的评论，然后挑战来电者话语中的纰漏。

教师话语其实是和课堂情境密切关联的，会话
分析理论中对话轮的研究就是基于课堂的提问-回
答-反馈三段论，生动概括了课堂中教师话语的特

质，但并非总是如此。在课堂之外的工作情境中，教
师话语也因为职业特点具有自身的修辞特质。笔者
曾观察在教师座谈会上的教授发言，只要时间足够，
经常会陷入循环论证，即讲完观点和理由之后，由于
有时间，其实是觉得第一轮未讲透彻，又展开第二轮
的论证和讲述理由；如果此时未被打断，还可能再展
开下一轮的重复循环论证。结果有时不仅来不及回
到最初的论点，还有可能引出新的话题和其他论点。
当然，提出的主要论点也会因反复论证得到较为明
确的阐述。

同样，军人话语的研究也应区分在日常生活中
和在不同的军事生活情境中的话语，不然的话就会
流于空泛。例如，笔者曾撰文介绍的一项兰德公司对
海军陆战队话语的研究项目就区分了海陆官兵话语
和场景，特别讨论了海陆高级军官话语。研究发现，
对民众陈述的场合中不加区分地宣讲海陆的战斗价
值观，可能导致话语效果成问题（李战子 2018 c）。

因此我们认为使用者命名的话语需要区分使用
者所处的典型场景和非典型场景，聚焦典型场景时，
又需要注重场景细分，从而让使用者话语的命名更
能说明问题。

适用场合命名同样比较显而易见，既是话语使
用的场合，也是话语发生的场合。就命名话语而言，
更多的是话语发生的场合，即由场合所附带的社会
文化语境参与建构的话语，如“论坛话语”“国际组织
话语”“机构话语”“课堂话语”等。但研究中要包括在
特定场合可能发生的各种典型和非典型话语，同时
需要和使用者话语结合，如“课堂话语”中的“教师话
语”“学生话语”等，而“课堂话语”中的“教师话语”则
可能有“教学话语”“聊天话语”“维护课堂秩序话语”
等等。因此，场合命名的话语和使用者命名的话语都
具有方便命名，但内涵丰富多变的特点，可以说这两
种命名方式为话语描述提供了好的切入点，同时也可
能出现过度概括甚至误导的问题。

2.3 修辞与功能命名
修辞与功能的命名方式有的侧重在功能，而且和

领域也密不可分，有的指特定的修辞风格或特点，经
常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话语修辞特征。功能命名的例子
有“军事外交话语”，包含了各类外交和战略论坛话
语，在出访时的话语等场合，国防部发言人等使用者，
以及军事外交话语的修辞特色，如义正辞严等。修辞
风格命名的例子有“疗愈话语”“咨询话语”等，在行业
和领域中渗透，包括了使用者、适用场合。Wetherell，
Taylor & Yates在《话语理论与实践读本》的开篇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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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研究的主题：戴安娜的个案分析”一章中，对该
章分析的话语语料 Panorama杂志对她的访谈作了不
同的命名。该章中提到了“一种疗愈话语，即近年来
女性杂志中常见的女强人经受痛苦并坚强应对的故
事”（a type of therapeutic discourse of strong women
suffering and coping which has become characteristic in
recent year in women’s magazines）（2001：22-23）。这
种命名方式的蕴含是：作为文化的成员，我们很难具
有独创性，而是只有在交际中运用已被接受的约定
俗成的意向、观点和言谈方式，当然这些也是随时代
而改变的。如果戴安娜生在五十年代，则当时的话语
方式就会很不同。如果说“疗愈话语”这一命名是依
据功能的准则，那么现当今的“佛系话语”等则侧重修
辞风格所流露的生活态度。

以下我们以“公共说理话语”和“西方国家霸权话
语”为例，对修辞与功能命名做一释义。

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呈现多重体系并存的局
面。张凤阳（2017）在“国际竞争格局下的中国话语体
系建设：一份研究纲要”一文中对此有鞭辟入里的分
析。他提出了国际政治舞台的话语竞争。“利益诉求
与道义立场、事实依据与论辩技巧、理性说服与情绪
感染、自我陈述与社会传播等等之间的张力平衡，构
成了竞争性话语实践的基本逻辑”（同上：2）。这其中
特别重要的是“公共说理”部分，即在舆论场中第三方
的围观和旁听，以至于参与。他认为为了增强对外话
语的创造力和感召力，以理服人的公共说理发挥着
重要作用，并以中国外交新理念中关于全球治理理
念的“共商共建共享”为例，说明公共说理在阐明利益
和意愿以及情感的交汇交融方面是如何成功发挥作
用的。

作者对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三个方面进行了较
为细致的阐释，这三个方面即区隔、歧视和排斥（同
上：5）。区隔就是二元对立，也就是 Maton在词汇的星
云中所提到的两个大的星云或阵营的区隔（2014：
148，156）。文中作者列举了基督教话语中的上帝选民
和异教徒，文明开化和野蛮愚昧，还有现代性话语中
的民主与专制、民主与极权、民主与权威等。接着作者
指出，二元区隔即等级区隔，我们认为也就是 Maton
所谓的赋值（axiological charging）。一端是正义、真理
和进步，即高贵的，另一端对应邪恶、谬误、反动，因此
是低劣的。这样的赋值过程自然是充满偏见和歧视
的。这样的赋值之后，就进一步来到第三阶段———排
斥。当然这些可以是同步进行的。作者的总结是：“如
此看来，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秘术，无非就是通过两

级对分、价值框定和禁忌设置，剥夺对手的言辞资源，
幽闭对手的公共舆论声道，从而使之陷入难以为自
己辩护的窘境。”（张凤阳 2017：5）与 Maton对词汇星
云的分析相比照，我们认为作者的分析是能够说明
话语和价值框定的潜在过程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作者所讨论的“公共说理话
语”和“西方国家霸权话语”遵循的命名原则就是修辞
与功能命名，即说明该类话语潜在逻辑或话语功能
之所在，并且形成该类话语特定的建构方式和修辞
风格。事实上霸权话语被认为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
中的一种重要话语，曾经表现为殖民主义话语，在当
代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甘均先 2008）。霸权
话语的命名方式就是典型的修辞与功能准则。

风靡于各种媒体的网络新文体特别是新媒体中
“体”的命名与话语的命名有相同之处，即也是从修辞
与功能的角度来命名的。例如知音体，或知音体标题，指
用煽情的标题来吸引读者的文章标题（李战子 2016，
2018a）。《当代修辞学》在 2012年第 1期就刊有“从语
篇构式压制看网络新文体———以‘凡客体’为例”一
文，针对当时已经风靡于各种媒体的网络新文体，借鉴
系统功能语法中的语类及语域概念，试图建立对包括
网络新文体在内的语篇构式压制现象进行系统分析
的理论框架（袁野 2012）。
在这一命名准则之下，还常见一些混合的命名方

式，即将修辞与功能以及领域都体现出来的命名。例如
“discriminatory political discourse”（Rubio-Carbonero
& Zapata-Barrero 2017：204）就是功能加领域的命名。
又如：“国际政治领域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话语，如美
国对恐怖主义的宣战话语，朝鲜伊朗对美国霸权针
锋相对的反抗话语，国际社会在印尼海啸后的同情
话语，联合国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愧疚话语，八国集团
对环境问题的敷衍话语等等。”（甘均先 2008：117）划
线部分的五种话语都有领域作为内容的限定，即宣
战话语，不是泛泛而论的功能，而是美国对恐怖主义
的宣战话语；反抗话语，也不是宽泛的修辞与功能，
而是朝鲜伊朗对美国霸权抗争的反抗话语；其余同。
这种混合命名方式总体上仍属于修辞和功能的准则
范畴。
同样在这一命名准则之下，还有一种核心概念命

名，旨在凸显领域标志性概念的修辞和功能。核心概
念命名在外交话语传播中就很常见（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 2014）。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外交的核
心理念命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由习近平提出,
并不断丰富其内涵，是新型外交话语，在媒体上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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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传播，很好地传递了中国新时代外交的新理念，
有望在未来成为国际共识（唐青叶，申奥 2018）。就传
播而言，一些核心概念话语会由于命名而更加广为
传播，需要仔细甄别这类话语的内涵，避免助力传播
一些误导或居心叵测的概念。例如中国威胁论话语、
新“中国威胁论”话语等。应该先解构再讨论，避免因
命名话语易于传播而以讹传讹（李战子 2017 a,b）。

3. 命名的另一面———不命名带来的话语改变契机
从上文的分类和讨论已经可以看到，命名话语带

来了种类上的聚合便利，也为分析特定领域、使用者、
适用场合等话语提供了切入点。但从话语的变迁和
流动来看，有时不命名反为话语的改变带来契机。

例如在《软实力手册》第 11章中，作者 Bebawi对
阿拉伯文化中新闻软实力展开分析，涉及“阿拉伯文
化中反西方情绪所占的主导地位”等，但作者没有将
此类话语命名，只是说，“此类话语构成了阿拉伯文化
内在的一部分，新闻记者在撰写新闻报道时需要把
这些话语考虑进去”（2017: 163）。这里的不命名，反
而为话语的改变带来契机，与文章的主旨相呼应，即
呼吁新闻记者不断提升对特定文化中的社会局限和
社会期待的意识。设想如果将此类话语命名为“反西
方话语”等，则可能导致话语的固化，从而在新闻报道
中更难被消减或超越（ibid.）。

再以一篇讨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详实综述文章
为例，其中列举了各种以话题命名的话语，并把它们
归类在“西方主导话语”这一大的范畴之下：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主要国际组织的创设、制度

运行及议程设定基本由西方国家主导。在理论层面，
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理论，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
论”“修昔底德陷阱”“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保
护的责任”等不时成为世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它们也
不时被用来讨论、衡量甚至预测中国外交实践。在实
践层面，如南海“航行自由”、气候变化、操纵汇率、全
球化陷阱等世界主导话语也都是西方塑造。”（孙吉
胜 2019：40）

这里话语命名的原则是多重的：有以话题为依
据，如“航行自由”和“操纵汇率”；有以某种说法或理
论为线索，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还
有一些无标记的概念，如“保护的责任”和“修昔底德
陷阱”等。“西方主导话语”则是通过话语主体或者说
话语始作俑者的界定来命名的。从这一段列举可以
看到命名话语在传播中的便捷，其效益其实是如同
双刃剑的，虽然有引号，但还是凸显了这一类话语的
主要概念或观点。该文还提到了“中国的外交主导话

语”以及“世界话语”等，但没能做出像以上所引用的
一段中那么密集的列举，似乎恰好说明了某种程度
上话语的缺失或不足。

4. 余言：命名话语作为元话语
元话语指的是用话语谈论（其实是概述和定位）

话语，笔者曾对非虚构小说叙事的元话语做过探讨。
命名话语也是一种元话语，在话语的描述、归类特别
是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值得对话语命名展
开细致探讨，尤其是话语命名类别、功能和注意事项。
我们发现Wetherell在“话语研究的主题：戴安娜的个
案分析”一章中就有一组元话语：话语的忏悔特质、
更广阔的叙事、悲剧故事、战胜逆境的叙事、再现模式
等（2001：23-25）。这些元话语表述相辅相成，概述和
定位了作者所分析的个案话语，可以说这样的元话
语是话语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出发点。

与话语的滥觞相关联的还有“故事”“叙事”和“声
音”等，留待另文分析。“声音”等同于“观点”，常用作褒
义。我们较多地见到中国声音，而很少提到其他声音，
或提及时仅作为贬义的不合时宜的声音等，见《中国
声音》“前言”（2017）。“故事”翻译成英语“story”有时
是中性偏贬义的，英语中的“讲故事”可以有编造的意
思。“叙事”相对来说比较中性，可以替代故事。同时可
注意到“……的语言”在英语文献中仍有使用，如同前
文提到的“科学的语言”，论述词汇语法以及话语语
义；而汉语文献中则越来越多地为“话语”所包揽，从
而使“语言”越发缩小到只指语言形态上的表现，如
“外交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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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Key Papers in Current Issue
Two Notions of Modularity by Noam Chomsky, LU Zhijun(translator) & ZENG Dan(translator), p.1

In 1984, Chomsky published the programmatic paper “Modular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Mind”. Thirty-
five years later, Chomsky reillustrates the classic topic of mind modularity. The two modularity ide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hibit two different ways of language researching and two related mental processes: input modules as a
parsing system proposed by Fodor and central modules as an internal cognitive system proposed by Chomsky. The
paper states that as an acquisition -based module to internally generate I -language, central modules provide
the mental thought with the means for syntactic construction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with ancillary operations of
externalization reflecting properties of the sensorimotor syste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entral modules and Fodor’s
“Quinean and isotropic”central system is only apparent.“The (dis) confirmation of grammaticaltheory”relies on any
evidence in principle, and will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operation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 words: mind; modularity; input system; central system; externalization; I-Languege
Reflections on the Rhetoric and Functions of the Naming of Discourse by LI Zhanzi, p.8

An overwhelming flow of named discourse can be observed in social science studies.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rhetoric and functions of the naming of discourse. By sorting out the ways of naming according to field, user,
applicable situation, function, rhetoric style and core concepts, the reflection injects a functional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se ways of naming. Also discussed are the roles of naming in describing, classifying and
circulating of discourse. It is hoped that discussing the hows and whys of discourse naming will shed light on the
circulation of discourse in the new media age.
Key words: discourse; naming; rhetoric; function; context; social-cultural context; diplomatic discourse
Conception Innovation of Lexicographical Practice in the Horizon of China-base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 Diachronic Comparison (1978-2018 )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by LIU Runze, WEI Xiangqing & HUANG Xinyu, p.53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n the are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establish a China-based
discourse system with the view to embracing a prospect of a mutually reliable academic ecology worldwide. In this
regard, evidence could be found in the textual fabric of those lexicographical work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
diachronic comparison has revealed that both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iscourse in the dictionary
series have been changing as a response to the need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study argues that these textual changes are actually motivated to a large degree by the conception of
lexicographical practice in this field and that the conception is open to further evolvement at present times when
China -base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s on an even more active trac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lexicographic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pecialized lexicography is
fundamentally a process of knowledge collection, analysis,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digenous Chinese dictionaries function distinctly from those imported from the West. This
piece of conception innovation could help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instrumentality of dictionaries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academic resources in the practice of China-base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hina-base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dictiona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conception innov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ictionary
Restructuring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Based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JIA Guangmao,
p.58

Traditionally,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in language teaching syllabus is often decomposed into several
components such as grammar, pragmatics, strategies, etc.. However, this is not in line with real language use. A new
framework of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based on cognitive grammar is propos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main tenet is
that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cognitive abilities, notably various dimensions of construal,
through which the components in traditional frameworks of language competence can be accounted for in a unified way.
The new framework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that language use is dynamic and integrated. It can effectively help
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provide insights into systematic analysis of reasons why
unidiomatic expressions arise in foreign language use, and forge highly effici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Key words: cognitive grammar; construal;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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